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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的“数字劳工”:
新媒体中的捆绑、异化与突破

陈梦亭

(浙江工商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数字时代创造了新的希望和尊严,但也产生了“数字劳工”的问题和挑战。数字

社会中新媒体的使用是一种必然,将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与“数字劳工”相结合,借助加速逻辑

以判断“数字劳工”的现状,发现“数字劳工”在新媒体的使用中呈现了显性加速与隐性加速

的复杂面相。新媒体是当下“数字劳工”的主要使用工具,由此引申出对“数字劳工”的加速

原因讨论。一方面,新媒体与劳工个体形成三层捆绑关系,分别是“前台”呈现的捆绑、被迫同

步的捆绑、虚实界限的捆绑,它们使得个体劳动过程加速;另一方面,新媒体与劳动社会紧密

联系,创建出新的劳动场景,导致社会空间、时间异化,使得社会劳动过程加速。为突破“数字

劳工”的加速困境,需要通过良好的劳动关系、和谐的劳动环境、合理的媒介控制来实现减速

的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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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无论是字面上还是实际运作上,推动变革的都将是互联网络。” [1] 数字化生存催生着新的希望和

尊严,但也存在新的问题和挑战。互联网技术的繁荣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一大批互联网平台和企业

在数字市场中崛起,创造了新的劳动方式,诞生了一批 “数字劳工”。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 67
亿,较2021年12月增长3549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5. 6% ” [2] 。用户基数的庞大寓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

数字时代,实现人际虚拟交往,享受网络线上服务,完成线上工作,成为“数字劳工”。
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罗萨在其著作《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一书中提出“社会加

速”的概念,指的是社会的时间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社会的进程是在加速的,主要表现为科技加速、



社会变迁的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其中,科技加速是根本原因,几乎完全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
也就是改变了社会生活空间和时间的知觉与组织 [3]34。在当下不断加速的社会中,人们追求更高效率

的工作,但高效率并不是意味着任务量的减少,而是意味着会增加同一时间单位内任务的数量,在追

求极致速度的同时,人们肩上负荷的重量反而更重。当前,新媒体已经介入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

“数字劳工”的主要工具,因此有必要基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的视角,考察“数字劳工”在新媒体使用

中的情况。

二、 文献综述

学者们对“数字劳工”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是在网络媒体广泛运用的新媒体环境下所产生的一

个新的研究领域” [4] 。“数字劳工”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在2010年欧洲的独立开放式期刊《朝夕:组织

中的理论与政治》中的一篇名为《数字劳工:工人、创造者、公民》特刊之上” [5] 。国外学者对“数字劳

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聚焦于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 [6] 。约翰·兰特指出,传媒

产业面临跨国公司和政府的管制,“一些国家的漫画创作者不得不到处打工,同时饱受剥削” [7] 。克里

斯蒂安·福克斯认为,“当下玩和劳动在某些情况下是无法区分的,玩已经被商品化,企业的社交媒体、
玩和劳工汇聚成被资本积累所剥削的玩工” [8] 。第二,是“‘数字劳工’生产和消费的研究” [9] 。布莱斯·
尼克松将“‘受众劳动’视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揭示进行文化消费的受众如何被剥削的过

程” [10] ;乔治·瑞泽尔和纳森·尤根森提出产销合一者时代下资本主义对用户的剥削控制问题,“用户

虽然在使用资源生产的权利,但其创造的利润和价值都归属于企业” [11] 。第三,是“对‘数字劳工’在世

界面临诸多挑战时应对方法的研究” [12] 。凯瑟琳·麦克切尔在信息社会的视角下,认为在劳动市场上

的趋势呈现为工人们多做但少得,“不少互联网企业雇佣‘长期短工’来实现自身效益的最大化,但这

些‘数字劳工’的权益却得不到保障,需要组建工会的力量实现劳工的抗争” [13]260。
当前,国内学者对“数字劳工”的研究存在两大研究方向:“以专业数字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以

生产性消费的数字从业者为主要研究对象。” [5] 其一,在专业数字从业者的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政治

经济学视角分析互联网下的“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问题。姚建华认为互联网与“零工经济”相伴相

生,从而催生了以此谋生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在全球化的零工经济下,通过网络直播、付费阅读内容

的创作和编辑等新型劳工形式赚取收益” [14] 。蒋淑媛和黄彬从文娱产业出发,提出了网络作家的劳动

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异化,因此“网络作家也是一种‘数字劳工’” [15] 。张志安和刘黎明以组织合法性的

理论展开了对互联网平台数字劳动问题合法性的探讨,提出了“互联网平台表面‘合理化’自身的剥削

过程” [16] 。其二,在生产性消费的数字从业者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受众商品论”角度分析“免费劳

动”“情感劳动”等问题。李彩霞和李霞飞认为社交媒体中具有使用动机的用户成了一种“数字劳工”,
这个角度成立的逻辑是“个人用自由去换取了便利” [17] 。高原基于拟剧理论的视角,提出了表演的劳

工形式,在“短视频中具有表演性的小镇青年也是一种‘数字劳工’” [18] 。刘懿璇和何建平提出“情感劳

动”的“数字劳工”是技术控制下新型的劳动形式,比如“粉丝受众成为情感需求劳动的主体,这种劳

动关系建立在满足自我需求的基础之上” [19] 。
由此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数字劳工”的研究重点关注经济领域,或者说是劳动关系本身,更

多地从传媒政治经济学视角去看待“数字劳工”背后的经济问题和权益问题,但少有使用社会加速批

判理论去看待“数字劳工”在新媒体中的状态与表现。“数字劳工”是互联网数字经济下的产物,而新

媒体也是搭建数字经济的桥梁,因此从新媒体使用的视角可以挖掘出“数字劳工”的新意义,“数字劳

工”的发展和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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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媒体使用中“数字劳工”的复杂面相

“数据劳动,本质上是一种‘共同生产’。每一次高新技术浪潮的出现,势必会带来生产力的巨大解

放。” [20] 用户不仅是数字经济的生产者,而且是消费者,数字和新媒体的使用密不可分,新媒体是数字

时代的工具,数字经济使得新媒体蓬勃发展,这些数字用户与新媒体深深捆绑在一起。根据“数字劳

工”的表现,可以将其分为显性与隐性。显性的“数字劳工”是在当下易被人察觉到劳动“异化”的劳

工,主要是指社会资本竞争逻辑下被资本控制住的“弹性雇员”和“加班劳工”。反之,隐性的“数字劳

工”则是不易被人察觉到劳动“异化”的劳工,主要是个人文化动力导向驱使下的数字劳动者,其本身

可能不认为自己在劳动,但实际上确实在完成无偿的劳动工作,比如不断被娱乐本能控制的“廉价玩

工”和“情感劳工”。在新媒体使用的过程中,“数字劳工”的面相更加复杂,显性与隐性的特征也正在

加速。

(一) 显性加速的“劳工”不断被企业控制

1. 困在算法系统中的“弹性员工”。新媒体的使用,让一些“弹性雇员”在互联网时代找到了打零

工挣钱的新方式,同样也将他们不断放置于被新媒体控制的算法系统之中,这些员工使得“数字劳工”
显性的一面不断放大。可以发现,“数字劳工”在多数人口中最先被提到的大多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等,
这也是新媒体使用下的一种显化结果,因为骑手、快递员的工作与新媒体密不可分。罗萨提出社会加

速的主要动力就是竞争逻辑,社会资本是在市场竞争下不断生长发展,资本通过更高效的生产方式来

节省时间以加速完成资本循环,这一过程会催生社会加速。2020年,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的文章刷屏,这篇文章中提到,外卖骑手看似追求时间的快带来了更多收入,实则被困在算法控制下

的系统里,由此催生了为跑单而闯红灯等种种行为,才导致遭遇交通事故的案例急剧上升。这些外卖

骑手使用的就是美团、饿了么、叮咚等外卖新媒体软件,企业通过算法计算出配送时间来规制外卖骑

手的劳动过程,并通过新媒体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全程监控和管理。这种方式,可以让外卖骑手在

更短的时间内跑更多的单。企业只给外卖骑手派单,却没有给外卖骑手充足的保障,许多外卖骑手只

是弹性工作中的“长期短工”,没有社保、医保的他们,却在数字系统中被迫追求时效,甚至不惜违反交

通规则以谋求准时到达。在万物皆媒的当下,被平台控制的雇员愈来愈多,这一类群体范围仍在不断

扩大。
2. 无休止的“加班劳工”。新媒体给予了加班更便利的社会条件,使得现代加班无休无止,“数字劳

工”显性的一面愈发突出。在互联网公司中,“加班并不是以强制性的体制予以贯彻,而是以文化策略

逐渐发展形成,领导层参与其中,形成全员加班的文化氛围” [21] 。罗萨认为竞争原则支配了现代生活

的所有领域,在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家无法中断或休息,不能停止竞赛,因为不进则退” [3]40。正是

在加速背景下,企业需要不断竞争才不会被淘汰。每个人都需要24小时在线,通过新媒体与企业中的

工作小组保持时刻的联系,企业也利用新媒体最大限度获取剩余价值,“996” “007”的加班氛围成为

常态。该氛围下的“加班劳工”也是显性“数字劳工”的典型代表。不同于外卖骑手的是,这些“加班劳

工”虽是正式的合同制员工,却遭受同样的数字压迫。同时,企业为追求剩余价值,塑造加班文化来控

制劳工,让企业在劳动关系中处于优势地位。就互联网企业本身的性质而言,更新迭代的速度远远超

过其他传统行业,因此在互联网企业中的“劳工”需要具备与时俱进的能力,及时学习新技术和新知

识,承受更为紧迫的生产压力。

(二) 隐性加速的“产消者”不断被本能控制

1. 数字游戏中的“廉价玩工”。“数字劳工”的隐性特征也正逐渐加深,新媒体使得手机游机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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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游戏群众面。手游产业的兴起,满足了大多数年轻人的文化需求,也滋生了越来越多隐性的“数字劳

工”。他们不仅参与手游的使用,并且为游戏付出一定的消费。手游产业的规模愈加扩大,产业链愈加

成熟,玩游戏的方式也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劳动。一方面,部分游戏打着“免费”的招牌吸引一批用户下

载使用,用户无形之中将自己的游戏劳动化为该游戏产品的流量和内容,为游戏商家创造一定的口碑

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免费”并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自由的“免费”,而是需要用户置换自身的注意力

去换得“免费”。比如,获取某种装备就必须要观看一些广告短视频,看似“免费”,实则是一种物质交

换。更不用说,大批愿意为游戏消费的用户,他们一边为游戏创造生产内容,一边为自己的游戏劳动付

费,成了游戏中的“产消者”,也就是“廉价玩工”。根据受众劳动理论,“传播媒介是沟通资本与社会个

体以及社会生活之间的重要桥梁,游戏媒介是游戏玩家为游戏公司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 [22] 。所
以,游戏中“廉价玩工”的大面积提升,也说明了隐性的“数字劳工”正在加速蔓延。

2. 粉丝社群中的“情感劳工”。同样还有一批隐性的“产消者”逐渐被人重视,这就是在粉丝社群

中的“情感劳工”。罗萨所说的文化动力,更多是指人们接受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念,让生活过得多样化

和无穷尽。这在粉丝社群中得以显现。追星狂潮在数字经济下愈演愈烈,但绝大多数粉丝劳动都是无

偿的,粉丝属于数字经济下的“免费劳工”,而新媒体的使用,使得越来越多的粉丝成为这一类免费的

劳工而不自知。粉丝具有主动性与分享性,粉丝之间的内容生产具有较强的社交属性。粉丝是粉丝文

化的主体,具备粉丝文化内容的强大生产力,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明星、影视等进行图片创作、视频创

作、文案创作和小说创作等,也可以随时转发、评论,无偿地为一个议题造势。“数字劳动过程中累积的

情感资本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被货币化,转换为真实的收益,该过程在情感之外还有着客观制式化的倾

向” [23] ,情感需求是粉丝创作的核心动力,因为个人喜好去生产、消费,资本平台则利用粉丝的情感需

求,间接地构建其劳动的氛围,并创造大量消费的机会。以近年来层出不穷的选秀节目为例,在《偶像

练习生》《创造营》《明日之子》《青春有你》等节目中都有要求使用新媒体软件为偶像打榜投票、创造

话题互动等行为,这就进一步加强了粉丝群体与各类新媒体的黏性。这些隐性“数字劳工”的规模正在

加速扩张。

四、 “数字劳工”劳动过程的个体加速之因

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提出了社会加速的内在循环机制,也就是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

调加速的环环相扣和自我驱动,这已然成为一套循环系统。在当前这个“社会加速”的时代,科技加速

催生了新媒体的诞生,社会变革加速使得人们与新媒体的联系更加紧密,生活节奏加速也提高了新媒

体使用的频率。人们可以不必亲自去现场,花1个小时的时间就开完一次具有演示文稿、视频、多方发

言这样一套复杂流程的线上会议。看似时间被节省了,但是工作量并没有因为时间的节省而缩小,人
们从朝九晚五的工作状态演变为24小时的时刻待命。这让人不得不去反思,在更快的数字时代,“数字

劳工”的生存空间开始变得愈发狭小,个体在使用新媒体时出现了环环相扣的困境。本研究基于社会

加速批判理论视角,通过对15位具有一定“数字劳工”的特征的受访者进行访谈,探析新媒体中“数字

劳工”的加速原因。

(一) “前台”呈现的隐性捆绑

科学技术加速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新媒体形式,为“数字劳工”的使用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同时也

带来了“前台”呈现的捆绑关系,让更多“数字劳工”付出无偿的自愿劳动。从新媒体使用意愿出发,可
以分为“被迫使用”和“自愿使用”。

根据访谈情况,15位受访者对于新媒体持“自愿使用”的意愿,其中有8位访谈者( S1、S4、S5、S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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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1、S12、S13、S14)表示同时存在“自愿使用”和“被迫使用”的两种情况。这就反映了个体具备“数字

劳工”的复杂面相,既是显性身份,又是隐性身份。显性身份往往呈现在“被迫”使用的工作环境当中,
而隐性身份的表现通常是私人环境当中,在新媒体使用过程中隐性身份在不断强化。“上班的时候必

须钉钉打卡,这个时候感觉是被迫的,平时自己刷刷抖音、打打游戏是自愿的” ( S1);“为了工作下载

了一些工作软件,但是手机内存不够,不得不删掉自己的一些照片和软件” ( S4);“送餐必须要用手

机,到每个位置都会定位,有时候也蛮无奈的”( S12)。除去工作,多数受访者都认为,新媒体使用是出

于自愿需求。

表1　 受访者信息表

序号 身份 访谈方式

S1 建筑工程师 面谈

S2 大学生 微信语音

S3 高中生 微信语音

S4 会计 微信语音

S5 行政 微信语音

S6 研究生 面谈

S7 视频博主 微信语音

S8 美妆博主 微信语音

S9 记者 面谈

S10 互联网企业职工 面谈

S11 互联网企业职工 面谈

S12 外卖骑手 面谈

S13 外卖骑手 面谈

S14 求职者 微信语音

S15 考研学生 微信语音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科技加速导致了新媒体的丰富,也使得个体在新媒体使用的过程中发生“前台”呈现的隐性捆绑

问题。在工作中,人们要展示工作“前台”,不少环节都需要使用新媒体。在生活中,人们要呈现生活“前
台”,更多的也还是在新媒体中。但生活中的“前台”呈现,是一种自愿劳动。“自愿”背后的心理动因与

新媒体使用中自我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密切相关。美国学者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提出了“前台”与“后

台”的概念。“前台”往往是个人构建自我形象的区域,具有表达和展演的功能;“后台”则是与“前台”
相对的,展现的是更为真实的个人形象。正是出于新媒体使用的自愿性,新媒体中的数字劳动则变得

隐秘,多数人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默默成了“数字劳工”。新媒体使用的过程不断把“后台”前置,导致

“后台”的空间被无限压缩。
“前台”呈现的隐性捆绑实则是加剧了“数字劳工”自愿的无偿劳动,从而导致个体困境的产生。

“互联网确实创造了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即文本表演,人们可以通过标记听过的音乐、读过的书目来向

他人展示品味。” [24] 个人出于文本表演的需求,将自己的衣食住行、兴趣品味有选择地释放到互联网

平台之上,成为互联网平台最大面积的内容生产群体。比如微博的内容,大部分还是由用户自己发出

的。“我经常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日常,吃过的美食,用过的好物,还有一些心情的表露。有时候我会很

emo(情绪化),就会半夜发微博煽情一下,有时候会有一些网友来跟我互动” ( S2);“我喜欢在微博分

享我的爱豆,他们的日常生活我都会转发,经常带话题发图文。想让别人觉得我追的星真的很优秀”
(S6);“看过的电影我一般都会去豆瓣、朋友圈写影评,也没有收益,纯粹是自己想要表达对电影的看

法,可以显得我的观感比较深刻”(S10)。文本表演成为新媒体“前台”呈现的重要手段,同样它也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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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无偿劳动的一种形式。

(二) 被迫同步的显性捆绑

社会变迁加速是由科技加速所导致的社会所有事物及信息时效性的逐渐变短,也意味着社会中

旧事物被新事物更快取代。在社会变迁加速的逻辑下,“数字劳工”面临被迫同步的捆绑关系,在新媒

体使用中会产生不断去追逐更新媒介的焦虑,这其实是加速显性捆绑的主要原因。
从新媒体使用产品来看(如表2所示)微信的接触率最高,涵盖当前所有受访者,同时微信的接触

时长也居于绝大多数受访者的前列。其次是抖音、微博、淘宝。除了排在前列的新媒体产品,还有多种

其他的新媒体产品,如王者荣耀、大众点评、网易云音乐等。根据访谈发现,受访者的新媒体产品使用

种类丰富,前列的新媒体产品较为统一,主要是微信、抖音、微博、淘宝。可以看出,当下新媒体产品使

用渗透在日常社交、信息获取、影视娱乐、购物消费等方面。同时也可以发现,新媒体产品的使用可能

会产生一定的媒介追逐。比如抖音的使用,S9认为,“我不喜欢看抖音,因为我不喜欢被碎片化的东西

洗脑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家都在用抖音,有时候抖音传出来的消息比任何渠道都快,甚至令人印象

很深刻,所以我也下载了抖音”。由此可见,虽然新媒体产品的功能多样,使用品种丰富,但一旦有更新

的产品被普及,多数人就会产生追逐媒介的焦虑。

表2　 受访者新媒体使用产品时长排序

序号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S1 微信 抖音 QQ 淘宝

S2 微信 抖音 微博 百度

S3 bilibili QQ 微信 微博

S4 微信 抖音 腾讯视频 小红书

S5 微信 抖音 微博 饿了么

S6 微信 淘宝 腾讯会议 网易云音乐

S7 微信 小红书 抖音 剪映

S8 小红书 微信 剪映 淘宝

S9 微信 财新 QQ bilibili
S10 微信 钉钉 知乎 拼多多

S11 微信 腾讯会议 微博 淘宝

S12 微信 美团 谷歌地图 抖音

S13 美团 百度地图 微信 百度

S14 微信 BOSS 直聘 58同城 bilibili
S15 微信 小红书 微博 Pendo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社会变迁加速催生了“数字劳工”被迫同步的焦虑感,导致个体不断加速。个体在“自愿”使用新

媒体之后,还会面临一种保持“同步”的压力。如果没有及时使用某种新媒体,则无法与他人的步调保

持一致。“尽管我很反感王者荣耀,但是我的朋友都在玩,每次出去聚会都要打一把,如果我不下载去

玩,就会显得不合群”(S4);“我不喜欢刷抖音,但是我喜欢的明星在抖音直播,粉丝们都用抖音看直

播的话,我就只能去下载了”(S5);S15认为新媒体使用“存在一种道德绑架”,而且“不下载什么软件

就好像被社会淘汰了一样”。可以看出,有部分人群并不是自己想成为免费的劳动力,而是因为要与他

人保持同步,所以同步的焦虑感会导致他们成为数字时代的“牺牲品”,牺牲自己的时间、情感去适应

这样的新媒体追逐,这种现象拓宽了“数字劳工”原本的显性范畴,从显性的工作领域延伸到隐性的私

人领域,将私人领域与被迫感相互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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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虚实界限的双面捆绑

生活步调的加速是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的第三种范畴,表现为在一定时间单位内行为事件

与体验事件的数量越来越多,这也是最惊人的一面。生活步调加速的测量有两种方式:一是测量可界

定的行动所耗费的时间区间或“单位”的缩短;二是测量行动时间和体验时间的压缩。
通过这第一种方式来测量“数字劳工”,从新媒体的使用时长来看(如图1所示),15位受访者每天

接触新媒体的时间达到6—12小时,其中平均每个人达到10. 2个小时。结合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将

一天24小时划分为7个使用阶段,分别为早上(5:00—7:00)、上午(7:00—11:30)、中午(11:30—14:
00)、下午(14:00—18:00)、晚间(18:00—22:00)、深夜(22:00—2:00)以及凌晨(2:00—5:00)” [25] 。
新媒体使用时长集中于上午、中午、下午、晚间和深夜(如图2所示),这5个时间段是我们生活的主要时

间段,可见新媒体几乎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之中。受访者 S7认为,“现在手机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APP,拍照用相机,修图用美图秀秀,发布用小红书,看新闻用微博和微信,感觉这些早就成为我的习

惯,我已经离不开这些了”。这说明新媒体的功能不只满足个人简单的娱乐需求,还具备强大的学习、
工作功能。“本来一直觉得剪视频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我不太会用 pr 这个电脑软件。但是后来我

发现手机很方便,很多软件可以直接上手,门槛很低,后来我就用自己的手机剪辑一些美妆的视频”
(S8);“现在找工作也很方便,手机下载一些求职软件,简历就可以直接发送出去” ( S14)。由此可以看

出,数字时代下新媒体与人的关系日益紧密,个体与新媒体出现了虚实关系的相互捆绑。
从测量的时长来看,生活步调加速下的“数字劳工”更加依赖新媒体使用,显示了虚实界限的双面

捆绑困境,显性与隐性的边界感逐渐模糊交融,新媒体的使用依赖加剧了“数字劳工”的复杂性。加拿

大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著名论断,该论断的具体含义是:“媒介是人体器官及其官能

的放大和强化。” [26] 在以人为中心的媒介观的主导下,媒介的发展几乎满足了人的需求,延伸了我们

的视觉、听觉、触觉。现在,以人为中心的媒介观依然是主流,但媒介在一步步走进人类生活的中心,人
对于新媒体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这是一种生活节奏加速催生的过度依赖,实质上是把“数字劳工”和新媒体更深地捆绑在一起,强
化显性、隐性的双面捆绑,造成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不清。本次受访对象中,9个受访者都明确表示人需

要依赖新媒体(S1、S2、S3、S5、S9、S10、S11、S13、S14),其中有人表示新媒体带来了一种强迫感,这主要

体现在工作上:“下班之后还要工作,私人空间时常会被干扰”( S5);“以前的人下班很简单,到点了就

回家了,电话也联系不上。现在不行了,回家也是24小时待命,我的领导经常晚上10点还要临时开小

会”(S10);“微信虽然可以让我时刻联系朋友,但是工作也可以时刻联系得到我,确实还蛮无奈的”
(S11)。同样,新媒体还会带来一定的不适感,“有时候玩游戏能玩到凌晨3点,玩完之后觉得很空虚,身
体又很疲惫,不知道是我玩游戏,还是游戏玩我”(S1)。这也可以说明,生活节奏加速时新媒体的依赖

更明显,虚拟和现实相互交织。

图1　 受访者每天的新媒体使用时间

　
图2　 受访者在7个时间段的新媒体使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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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数字劳工”劳动过程的社会加速之因

(一) 社会空间的异化

“异化”是指“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坐落’于世界

当中的存在方式遭到了扭曲” [3]117。罗萨认为,人自身是世界空间的一部分,过去的社会亲近性是依靠

物理邻近性决定的,而现在的远程数字化使得我们的空间发生改变,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邻近。空间的

异化体现在物质环境仅仅是一个社会生产生活的空间,人们难以与空间建立亲密关系。这在显性的

“数字劳工”中也可以体现。对表2中新媒体“被迫使用”意愿的受访者进一步访谈,探究“被迫使用”的
新媒体使用场景,发现“工作”场景带来了更多的被迫感。过去,劳动场景往往处于实体空间,离开该实

体空间意味着工作结束,比如工人在工地上搬砖,离开工地就不用搬砖。但社会加速追求的是更快、更
高效,劳动场景不再仅限于实体空间,还包括了虚拟空间,离开实体空间之后还需要在虚拟空间里继

续待命,也就意味着新媒体创建了新的劳动场景。比如“数字劳工”的日常工作,在公司完成一定的工

作任务,下班回家还需要继续完成剩下的工作任务。因此,新媒体使用在“工作”场景中给多数受访者

带来了不适感,这其实是一种社会空间的异化。
劳动场景除了在显性的“数字劳工”中发生异化之外,在隐性的“数字劳工”身上也可以体现。数

字时代下,用户扮演双重角色,是内容消费者,同时也是内容生产者。这样的用户劳动是没有报酬的,
但生产的内容可以帮助某一个平台吸引更多的流量,自己的个人数据又被平台收集并且打上标签贩

卖给广告商,平台和广告商都完成了资金的变现,而用户全程是免费的“数字劳工”。斯麦兹提出“受众

商品”的概念,认为媒介播放的电视节目最终目的是吸引受众观看广告,相当于把受众卖给了广告主。
媒体体系的生产链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商品经济逻辑,即“生产—消费—再生产的循环经济过程,受众

的劳动从根本上只生产了一种商品:受众自身” [27] 。这就说明隐性“数字劳工”的消费场景和劳动场景

是重合的,在消费时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劳动的能动性被消解,社会的工作空间异化。
根据新媒体使用产品的性质可以发现,排在前列的产品几乎和“商品消费”有巨大的联系。微信不

仅可以用来联系和社交,“微信钱包”还具有支付功能,同时朋友圈时常有信息流广告嵌入在朋友发的

动态之中。抖音可以开通“抖音钱包”,发布大量“团购”的活动来促进消费。微博也一样,常见的是一

些微博的商业推广。“有时候点赞了一个洗面奶的微博,之后经常跳出一些信息,安利(推荐)给我洗面

奶,乍一看以为是我的好友发的,但我根本没有关注这个人,才知道这是广告。”(S7)由此可以推断出,
居于使用高位的新媒体产品,背后暗含着巨大的消费流量,通过工作空间的改变不经意间渗透到消费

者的日常中,使其为之劳动生产。但这个过程实则是通过新媒体实现劳动场景的新建,以此不断加速

社会劳动进程。

(二) 社会时间的异化

时间异化是指“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 [3]139。罗萨的研究

得出结论,物理时间和体验时间很难达成一致,并且往往成反比。在过去,社会生活节奏较慢,工作形

式单一,劳动的时间长,体验感也长,比如一天8小时在地里只是种田,可以体验到的也是种田了很久

的时长。但现在人们的时间体验模式发生了改变,生活节奏的加速使得一个时间单位内的工作形式更

复杂、工作量更多,注意力被打散,无法全身心投入精力,形成不了较长的有意义的体验时间,于是造

成了大量的碎片化体验。加速显性的“数字劳工”的时间异化尤其明显,数字经济下的主要特征是追求

时效性,新媒体恰恰是追求时效的主要工具。
福柯提出“规训”的观点,认为“规训技术的目标则是使人成为驯顺的人,以此为基础实现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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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秩序” [28] 。资本和平台通过新媒体来改变人们传统的时间观念,对人进行社会时间的“规训”。
社会对“数字劳工”进行时间“规训”,实则反映的是新媒体使用中社会时间的异化。在全球化、现代化

的今天,各方联结日益紧密,加速循环就变成一个封闭、自我驱动的系统。互联网企业在竞争原则下采

取多种形式争夺网民的时间,并且在时间上控制网民的劳动。网络时代,“互联网企业把时间作为权力

导管,尽可能延长‘数字劳工’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时间,同时又能实现远距离的劳动监视与劳动规

训” [29] 。比如,外卖骑手的送货时间是严格被平台控制住的,“取货时间、配送时间还有配送区域都是

有严格要求的。一单挣个3块钱,在路上来不及的时候还要闯红灯” ( S12);“最头疼的还是差评,取单

的时候明明是店家还没做完,但是时间上又不管店家出餐的速度,顾客不能准时拿到就给差评”
(S13)。实际上,外卖骑手的接单越多,同一时间内要处理的外卖单子就越多,其体验时间则会被拆分

为碎片,失去原有的完整注意力。

六、 “数字劳工”的减速抗争

以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审视“数字劳工”,可以发现新媒体的使用加剧了“数字劳工”的重重压迫与

剥削。纵然相较于过去,媒介与人的关系更加亲密,帮助人提高工作效率,但这些问题也愈演愈烈,“数
字劳工”规模的扩大成为一种必然。对此,罗萨提出了“共鸣”的概念,“‘共鸣’是与‘异化’相对立的形

式。‘共鸣’强调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生命共同体’” [30] 。罗萨认为,通过建立共鸣轴迈向美好生活,
并将共鸣系统地分为三个维度,分别为“共鸣的社会面向、物质面向和存在面向” [30] 。在罗萨这里,“与
共鸣对立,会产生问题,因此需要批判的异化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种关系” [31] 。但罗萨的共鸣理念主

要是呼吁性的美好生活理念,缺少一定实践性的力量,在加速的新媒体环境中,则需要社会多方帮助

“数字劳工”从“异化”转为“共鸣”,突破当前困境以完成减速的抗争。

(一) 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防止工具“异化”
罗萨“共鸣”的核心理念是构建美好的社会生活,以此来抵抗“异化”带来的负效应。“数字劳工”

的劳动过程之所以被“异化”,是因为身后嵌入的是资本无形的控制。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劳动关系,
为创造“共鸣”的氛围奠定合理的劳动基础,防止新媒体作为工具持续地“异化”。

一方面,需要政府在制度上有所保障,保护“数字劳工”的合法权益。这就要求政府提升预防意识,
形成预防和补救互补的新媒体治理机制。比如,设立专门监管部门以解决“数字劳工”的劳动纠纷,同
时“监管部门需要及时明确监管态度,在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32] ;要厘清权利和

责任的关系,对于肆意收集、泄露、篡改用户数据信息的情况予以量化的标准,对于不合理监控员工、
变相过度加班等问题明确惩处内容,以此维护劳工与企业之间良好的劳动关系。

另一方面,劳动关系的维护还需要劳工个体的重视。在新媒体使用中,面对显性特征的不断加速,
个体需要明确自身劳动的范畴,主动捍卫自身权利,敢于抗争新媒体使用下过度劳动的问题,合理维

护自身劳动权益。面对隐性特征的不断加速,个体也需要加强辨识能力,意识到隐性加速背后的商业

逻辑,对于内容生产的各项劳动保持警惕,自我及时觉察是否超出普通劳动的范畴。
但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大部分劳工可能对于合理合法的劳动关系没有清晰的认知,很难做到个

体意识的自我觉醒,所以这也需要社会媒体和政府做好相关的科普工作。利用新媒体发布劳动法知

识、过度劳动的相关案例等,发挥出新媒体作为工具传播的功能,从信息渠道给予劳工们一定帮助,这
在当前已有所体现。比如新京报在《“大家都加班”,公司也该把加班费算清楚》一文中指出不合理的

劳动关系,引发网友共鸣;澎湃新闻也在《“下班也得紧盯微信”算不算加班?法院这样判》一文中给出

了明确的判决案例。有网友提出,多数人对隐形加班的意识很浅淡。正是因为这样,相关的案例信息、

561第 4 期 陈梦亭:加速的“数字劳工”:新媒体中的捆绑、异化与突破 　



知识普及等工作需要媒体做到位,真正帮助劳工们突破当前的困境。

(二) 营造和谐的劳动环境,弱化显性的控制

显性的控制体现在人与新媒体之间连接过于紧密、过于频繁,从而导致人机互动失衡、失调、失
控。数字劳动过载与劳动异化会带来人的精神压力与认知偏差,同时也“会产生生理层面的负面影响,
比如腰、背、眼、手等身体部位” [33] 。因此,需要及时弱化显性的控制。可以借助罗萨提出的两条“共鸣

轴”,营造和谐的劳动环境,推动“共鸣”氛围的塑造。
一条是水平“共鸣轴”,指的是“人际关系之间的‘共’,比如亲情、友情、爱情” [31] 。当下新媒体带

给人过多的负荷,导致人际关系呈现一些负面的趋势,出现社交倦怠、同步焦虑等问题。和谐的劳动关

系需要化解其中的被迫感,创建更为舒心的新媒体劳动场景。“平台经济领域具有极强的专业壁垒和

天然垄断性,企业的自我规制可以极大弥补行政执法部门在人力物力以及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 [34]

这需要各大平台积极发挥专业性提供辅助性方案,尊重人性化需求,开发符合社交需求的新媒体功

能,及时听取用户对产品的反馈评价。比如,针对被迫加入各种社群导致信息过多的问题,微信开发出

折叠群聊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际关系中的过度连接问题。
另一条是对角“共鸣轴”,指的是 “人与身边的物质世界、物体、场景以及自我的身体之间的关

系” [31] 。合理的数字劳动,需要达到数字劳工与周边环境的和谐共处,构建对角关系的共鸣,将“强制

性”慢慢过渡为“自主性”。这就需要确定数字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在要

求,昭示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35] 。同时要积极利用新媒体的功能,反向制约当前过度加速的负荷,
必须要求互联网平台内部治理与社会治理步调保持一致,将“以人为本”贯彻在数字使用环境之中。互
联网平台的治理依然要从人出发,构建一个人与数字和谐相处的场景,避免平台在“数字劳工”问题中

的失能与缺位,以此弱化数字劳动的显性控制。

(三) 探索形成“自然媒介”,打破隐性的延伸

从宏观角度看,人造世界中社会的进程是加速的。罗萨提到的第三条“共鸣轴”是垂直“共鸣轴”,
指的是“人与宗教、自然、艺术等超越性对象的关系” [31] 。可以发现,不少“数字劳工”加速隐性之因是

自愿但不自知的,从而导致了劳动过程的异化。从第三条“共鸣轴”来看,劳工在使用媒介时也可以跳

出原有的媒介观,让媒介控制的问题呈现在前台,而不是幕后。
“自然媒介”虽是一种呼吁,但也是一种有效的“减速”方式。如果持续在加速逻辑下不断参与竞

争,那么社会则会逐渐趋于病态,这在经济领域中很常见。自然也可以成为一种媒介,供我们与世界相

互联系,只不过在高度现代化的今天,“自然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是透明不可见的,比如海洋、火、天空

之类的自然媒介” [36] 。加拿大学者彼得斯以自然为媒介的观念,说明了自然是作为基础设施的媒介,
传递着一种深层的生态意识,这与罗萨的第三条“共鸣轴”可以相呼应。探索形成“自然媒介”,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缓和新媒体环境对“数字劳工”带来的压力。媒介观不再追逐于狭义的媒介的功能性,而去

关注它本身的意义,甚至是广义范畴的媒介。比如,罗萨口中的“减速绿洲”,即有些地区性的、社会的

和文化的“角落”或“绿洲”,这些地区还没有被现代化的加速逻辑染指。挪威的索马若伊岛是一个典

型的例子,它是一座没有时间的岛屿,人们没有按时上班的要求,过得自由且悠闲。
诚然,当今现实社会已经是一个和数字紧密联系的社会,大多数地方无法像挪威的索马若伊岛一

样,因此,“减速绿洲”的搭建仍然需要人为的控制,不仅需要看到“自然媒介”的透明性,还应该注意

当前的新媒体这一媒介背后的隐性控制。适当的“不使用”,可以减轻一些加速隐性的“数字劳工”在

精神需求上的渴望,化解被隐性控制和无偿剥削的现实问题。“接口关闭,意味着作为互联网入口的移

动设备被关闭,用户通过关机、断网、锁屏、卸载应用、转移手机功能等方式” [37] ,关闭某些新媒体功

能、限制使用新媒体的频次、屏蔽某些易上瘾的内容。在当前,其实可以发现隐性的“数字劳工”们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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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对控制问题进行减速的抗争,比如在小红书、豆瓣等帖子中,有不少网友征集戒游戏瘾的同伴,也
有很多网友提到了游戏带来的人机超负荷问题和被困在游戏任务中的情况,以此来显化背后的游戏

控制问题。同样,在粉丝群体中,也有网友剖出了商业资本运行的逻辑,让更多的控制问题暴露在了阳

光之下。总体来说,隐性的控制更多地在于不自知,这就需要更多的个体及时诉说,引发同伴的共鸣,
才能将隐性的控制显化,以还原“数字劳工”原本私人空间的自由度。

七、 结　 语

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社会陷入加速循环之中,资本凭借新媒体的迭代更新不断扩张,渗透人的肉

身、思想和行为。新媒体时代下,“数字劳工”呈现显性加速和隐性加速的复杂面相。由此探讨他们劳动

加速的原因,可以发现,“数字劳工”在新媒体使用中确实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即个体原因和社会原

因。因此,要考虑到个体的三重捆绑原因和社会的两重异化原因,发掘当前显性、隐性之间的变化关

系,制定相应的路径去摆脱困境。我们需要从宏观的自然视角去看待新媒体与人的关系,实现“反连

接”,打破隐性控制的层层延伸,在研究层面要跳出原有的以“人造物”为中心的媒介观,重回自然媒

介,弱化显性控制的重重加码;同时,在微观的主体上调节相应的劳动关系,防止新媒体使用下“数字

劳工”加速困境的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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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ing “Digital Labor”: Bondage, Alienation and Breakthrough in New Media

CHEN Mengt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age has created new hope and dignity, but it has also created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 digit-
al labor” . The use of new media in the digital society is inevitable. By combining the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 acceleration with
“ digital labor” and evalua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 digital labor” with the help of acceleration logic, it is found that “digital
labor” presents a complex aspect of explicit acceleration and implicit acceleration in the use of new media. New media is the main
tool of “digital labor” at present, which leads to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cceleration of “digital labor” . On the one
hand, new media and individual workers form a three-layer binding relationship, namely the binding presented by the “ front”,
the binding forced synchronization, and the binding of the virtual and real boundaries, which accelerates the individual labor
process.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w media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labor society, creating a new la-
bor scene, leading to the alienation of social space and time, and accelerating the social labor process.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accelerating predicament of “digital labor”,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the decel-
eration through good labor relations, harmonious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reasonable media control.

Key words: digital labor; new media use; social acceleration; binding; 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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